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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工團是應革命戰争的需要産生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

開後成爲解放區文學體制的構成要素。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

前，解放區的文工團以“民族主義”爲社團宗旨，社團活動以帶有

個人主義傾向的文藝創造爲中心。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後，解

放區的文工團以無産階級意識形態爲社團宗旨，社團活動以文

藝演出、政治宣傳、戰地救護爲主體。由於解放區後期文工團的

社團活動的意識形態引導性，它自然變成了解放區文學體制的

規範力量。

關鍵詞：文工團　 文學體制　 民族主義　 意識形態 “講話”

文工團是隨著中國工農紅軍的誕生而産生的主要以革命軍

隊的士兵爲服務對象的文藝社團，它的生成及功能轉换始終是

與戰争密切相關的，并且在解放區文學走向體制化的過程中成

爲重要的制度性規範力量。以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爲分界



綫，解放區前期文工團的成員主要是從國統區來到解放區的知

識份子，“民族主義”成爲文工團的基本宗旨，個人化的文學創

作是社團成員的活動中心。解放區後期文工團的成員主要是接

受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教育的文藝工作者，階級意

識成爲其社團建構的核心。文工團發揮了文藝演出、政治宣傳、

戰地救護等多種功能，變成了無産階級意識形態的自覺傳播者。

解放區的文工團以獨特的社團組織形式，吸收了大量的知識份

子作家進入到解放區的文學生産系統之中，從而成爲解放區文

學生産制度的一部分。

一、 文工團的戰争化生成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與戰争的影響分不開的，戰争是中

國現代文學潮流演進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於解放區文

學的發展來説，戰争的影響尤其明顯。當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中國文

藝協會成立以後，解放區文藝社團開展的文學活動就一直是在

戰争的規範下進行的。因此，解放區文學的體制化是與戰争規

範下文藝社團的特殊性分不開的，戰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著文

藝社團的社團宗旨和活動方式，也影響著文藝社團的組織形式

和生成機制。在解放區的文藝社團中，與戰争關係最爲密切的

是文工團。可以説，文工團就是應戰争而生的，戰争的進行需要

文工團的存在，而文工團離開了戰争就無法充分發揮其獨特功

能。作爲在解放區文學活動中扮演著特殊角色的文藝社團，文

工團的名稱是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後的産物。正如一位文

工團員所説：

據我所知，最早叫文工團的只有抗大一分校文工團。

抗大一分校文工團成立於 １９３９ 年春。……在我的記憶中，

到了解放戰争時期，以及全國解放後，軍隊和地方的文藝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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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才統稱文工團。〔１〕

這位文工團員的回憶大致是準確的。文工團的名稱是在抗日戰

争初期的解放區文學活動中出現的，它是戰争時期軍隊進行政

治動員的必然結果。從名稱來歷來看，文工團雖然出現於抗戰

時期，但是，從其社團屬性和基本功能來看，文工團的産生則與

工農紅軍的誕生相伴隨。

中國共産黨歷來非常重視宣傳活動，尤其是善於利用文學

和藝術進行政治上的宣傳。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中國共産黨第三届

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的“教育宣傳問題决議案”明確要

求“黨的宣傳活動”要“采取‘文學的及科學的宣傳主義’”，以

求得更大程度上的宣傳效果。〔２〕工農紅軍誕生後，隨著中央蘇

維埃政府的建立，出於宣傳活動對普通民衆和紅軍戰士的巨大

影響力，中國共産黨决定將實現宣傳任務作爲工農紅軍的基本

任務之一，强調了宣傳活動作爲政治動員的意義。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决議案指出：

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争取廣大

群衆。由這個宣傳任務之實現，才可以達到組織群衆，武

裝群衆，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

的總任務。所以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的

工作。〔３〕

既然宣傳工作承擔著如此重要的政治任務，就必須有專門的宣

傳機構來完成它。爲此，工農紅軍的各級政治部相繼成立了藝

術股，專門負責蘇維埃地區和工農紅軍的宣傳工作。在各級藝

術股的積極推動下，從事宣傳工作的各種文藝社團在工農紅軍

的隊伍中迅速建立起來了。從這些文藝社團承擔的基本任務和

發揮的主要功能來看，它們其實就是文工團的前身。

在工農紅軍中開展宣傳活動的文藝社團主要有兩種類型。

一是各種劇社，主要采用戲劇演出的方式從事政治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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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 年底，中央蘇區的第一個劇社———“八一劇團”成立後受到

了當地民衆和工農紅軍的極大歡迎。“邀請公演的、要劇本及

材料的信，由前方、後方紛紛寫來，臨時中央政府召開各種會議

或有重要活動，也經常邀請劇團前往演出。”〔４〕儘管“八一劇團”

采用的是五四新文學革命以後的話劇藝術形式，但是，演出的内

容都是與普通民衆和工農紅軍的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尤其是

以階級鬥争作爲主要内容和基本主題。因而，以“八一劇團”爲

代表的劇社在蘇維埃地區的影響越來越大，并且使“話劇成爲

宣傳工作的一個很主要的形式”。〔５〕蘇維埃地區演出的話劇雖

然在藝術形式上是最新的，與中國傳統的民間形式并没有直接

的聯繫，然而，“它完全是由於部隊政治工作與當地群衆的需

要，在部隊産生出來的”。〔６〕隨著蘇維埃地區劇社數量的增加，

中國共産黨决定將蘇維埃地區的劇社進行規範化管理，建立統

一的劇社組織機構。於是，在“八一劇團”的基礎上，中國共産

黨又吸收了一部分從上海等大都市來到中央蘇區的戲劇愛好

者，於 １９３２ 年底在瑞金成立了“專門領導蘇區戲劇運動的組織

機構———工農劇社”。〔７〕工農劇社“以發展戲劇戰綫上的革命文

化鬥争，幫助蘇維埃戰争的藝術運動爲宗旨”，〔８〕表明了强烈的

爲革命戰争服務的政治意識。在社團組織形式上，工農劇社具

有完整的組織體系，由“中央總社、省分社、分社、支社”四級機

構組成，其“基本組織爲工廠、工會、合作社、學校、部隊、各級蘇

維埃機關及革命團體之内的‘工農劇社’”，〔９〕是直接爲普通民

衆和工農紅軍服務的。在蘇維埃政府的積極推動下，工農紅軍

所到之處或者成立了縣級的“工農劇社”分社，或者在“工農劇

社”分社社員的指導下成立了工農大衆自己組織的“藍衫劇

團”，“蘇區的戲劇運動形成了自己獨特而完整的體制”。〔１０〕這

些“工農劇社”從事“演戲、晚會或表演活報，組織音樂隊、唱歌

隊以及其它更簡易的化裝表演，如雙簧、説故事等游藝，平時系

統地有計劃地研究戲劇理論及劇本，收集當地材料，練習上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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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游藝”。〔１１〕到 １９３４ 年春天第二届蘇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

時，蘇維埃地區“工農劇社”的戲劇演出和宣傳活動達到高潮。

工農紅軍從事宣傳活動的第二種文藝社團是宣傳隊。宣傳

隊是由工農紅軍的各級政治部直接組織的從事政治宣傳活動的

文藝社團，其宣傳活動接受中國共産黨的各級宣傳部的直接領

導。針對工農紅軍宣傳工作中存在的“缺乏宣傳政綱”、“忽視

群衆鬥争的宣傳和鼓動”、“宣傳成份太差”、“没有宣傳計畫”等

問題，〔１２〕中共中央宣傳部對工農紅軍的宣傳鼓動工作提出了

“系統性”、“經常性”、“具體性”的規範，要求通過各種方式“把

黨的一切决議，經過他們深入到廣大群衆中去”。〔１３〕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决議案指出：“紅

軍的宣傳隊是紅軍宣傳工作的重要工具，宣傳隊若不弄好，紅軍

的宣傳任務，就荒廢了一大部分。”强調了宣傳隊在政治宣傳活

動中的極端重要性。〔１４〕此後，工農紅軍第四軍發布了《宣傳員工

作綱要》等文件，對宣傳隊的組織結構、宣傳任務、宣傳方式，以

及宣傳隊員的具體職責等内容做出了詳細規定。經過一系列的

規範和訓練，無論在宣傳隊的組織形式上，還是在宣傳内容的選

擇和宣傳方式的運用上，工農紅軍的宣傳活動有了很大的改觀。

在工農紅軍中，“以支隊爲單位，軍及縱隊直屬隊均各成一單

位，每個單位組織一個宣傳中隊”，由支隊的政治委員直接指

揮。〔１５〕宣傳隊的任務“主要是宣傳工農群衆，檢查部隊的紀律，

瓦解敵軍和教育俘虜，搞社會調查，發動群衆打土豪、籌款，對部

隊進行宣傳鼓動工作，給連隊戰士教唱紅軍歌曲等”，〔１６〕强調宣

傳“要切合群衆的鬥争情緒”，要以“紅軍政綱”爲中心，符合無

産階級意識形態要求。宣傳活動的方式包括以“寫標語，散發

傳單”爲主的文字宣傳、以“靠口講和演説”爲主的口頭宣傳、以

“演活報劇、演鬥地主、鬥‘洋人’”的化裝宣傳等，〔１７〕目的就是

要唤醒普通民衆的階級意識，鼓動工農紅軍的革命意志。從宣

傳活動的内容和方式來看，宣傳隊和工農劇社是有一定的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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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傳隊更注重以簡單、便捷的藝術形式進行直接的政治鼓

動，而工農劇社則更看重通過戲劇演出的方式間接達到政治目

的。當然，宣傳方式的采用更多的是與宣傳活動的目的、所處的

戰争狀態等因素相關。然而，從工農紅軍創辦宣傳隊和工農劇

社的實質來説，二者都是一樣的，就是通過文學和藝術的方式實

現無産階級的革命目的和政治要求。隨著蘇維埃地區革命形勢

的變化和工農紅軍戰鬥的需要，宣傳隊和工農劇社經常一起開

展宣傳活動。例如，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的宣傳隊設有三個分

隊，分别承擔不同的宣傳任務，其中第三分隊又叫“戰鬥劇社”，

主要是在戰鬥間歇演出“小活報劇和小話劇”。由於“戰鬥劇

社”的成員人數有限，再加之大多數隊員缺乏戲劇表演訓練，因

而，他們的“戲劇的創作和演出全是‘業餘’和宣傳隊合作而成。

無論是編劇、導演和演員，都是集體合作，同宣傳隊一起組織演

出”。〔１８〕宣傳隊和工農劇社雖然因爲組織規模不同而在宣傳活

動中承擔的任務也有所不同，但是，這兩種文藝社團在開展宣傳

活動時所采用的方式逐漸走向了統一，宣傳隊和工農劇社的名

稱也逐漸轉向了合一。〔１９〕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隨著抗日

戰争的爆發，宣傳隊的名稱逐漸被各種各樣的劇社所取代。

作爲文工團的社團雛形，工農劇社和宣傳隊是以工農紅軍

爲中心建立起來的。這些文藝社團的成員中雖然也有知識份

子，但是大多數都是來自普通社會階層的工農紅軍戰士，既没有

太多的專業知識，也没有過高的文化水準。嚴酷的階級鬥争現

實和社團成員的藝術素養，决定了蘇維埃地區的文藝社團不可

能在戲劇創作和演出活動中過多地追求戲劇作品的文學性和表

演的藝術性，他們的宣傳活動只能是爲工農紅軍的各種軍事行

動和蘇維埃政府的各種政治活動提供幫助。由於“蘇區的文藝

活動主要在紅軍中進行”，“文藝宣傳活動主要在軍隊”，〔２０〕因

而，工農劇社和宣傳隊完全隸屬於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工農紅

軍，具有明確的階級意識和戰鬥觀念，每一次戲劇演出和化裝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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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等活動在提供戰鬥間歇的精神娱樂和肉體放鬆的同時，更重

要的是要有具體的現實目標和特定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説，工

農劇社和宣傳隊主要從事的是政治宣傳活動，文藝活動只是其

中很次要的方面。蘇維埃地區文藝社團所面對的特定服務對象

决定了社團功能的特殊性，即强調戲劇演出、政治宣傳和戰場服

務的統一。由此，也奠定了抗日戰争爆發以後文工團的社團功

能建構的基礎。

二、 文工團的“民族主義”建構

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隨著工農紅軍的全面接受改編和陝

甘寧邊區政府的走向合法化，中國共産黨面臨的國内嚴酷的生

存環境有所緩解，驅逐日本侵略者成爲每一個中國人必須承擔

的責任。在全民抗戰的時代潮流中，解放區的文藝社團不僅因

民族災難的發生而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而且也因拯救民族

災難而顯示了無可替代的感召力量。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

前，解放區的文藝社團類型多樣，隸屬於不同的權力機構，在社

團的組織方式和功能屬性上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解放區文藝

社團的隸屬關係主要有三種情形：一是由解放區的各級政府管

理的文藝社團，主要是以解放區的普通民衆作爲服務對象。二

是由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管理的文藝社團，主

要是以這些抗戰前綫的士兵作爲服務對象。三是從國統區來到

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作家組成的文藝社團，主要是知識份子作家

自己建立起來的文學活動機構，具有較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這些文藝社團雖然都在戰争的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但是與戰

争的關聯也不完全一樣。從文藝社團對戰争的介入程度來看，

最值得關注的是由革命軍隊創建起來的文工團。

隨著抗戰規模的持續擴大，解放區地域的不斷變换，八路軍

和新四軍的人數也在不斷的增加之中。與此相應，革命軍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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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社團的需求數量也在不斷的擴大。除了原有的以劇社爲名

稱的文藝社團以外，由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各級政治部創辦的以

文工團爲名稱的文藝社團陸續出現，形成了活躍在抗戰前綫的

被稱爲“文藝戰鬥隊”〔２１〕這一特殊的文藝社團群體。

以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爲分界綫，解放區文工團的發展

經歷了前後兩個階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前，由軍隊管

理的以文工團爲名稱的文藝社團數量并不是太多，爲前綫士兵

提供服務的大多是由工農紅軍時期的宣傳隊改編過來的大量的

劇社。作爲解放區文學運動中産生的特殊文藝社團，“八路軍、

新四軍及地方游擊隊的宣傳隊”的“重要工作之一仍是演劇，故

又名劇社；同時一般的還擔任部隊的宣傳教育，戰時作戰動員及

民運工作。因此，它的組織和成員有别於其他戲劇團體，更多的

仍是保持過去我軍宣傳隊的傳統辦法，就是更加適合於政治工

作和戰争的需要，以短小精悍爲原則”。〔２２〕也就是説，雖然這些

文藝社團名叫劇社，但是與新成立的文工團相比，他們在社團屬

性的認定和社團功能的追求上是完全一樣的，大多是以爲抗戰

前綫的士兵服務爲主要目的。當然，不同的社團命名也顯示了

革命軍隊對文藝社團新功能的期待，文工團名稱的出現也預示

了在未來的戰争進程中文藝社團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

此，作爲由革命軍隊建立起來的專門性文藝社團，文工團成爲革

命軍隊開展政治宣傳和文藝活動的中心。〔２３〕

解放區的文工團雖然大多數是在工農紅軍時期的宣傳隊和

工農劇社的基礎上完成轉型的，但是，在全民抗戰的時代潮流

中，工農紅軍時期形成的以階級鬥争爲主導的社團思想觀念迅

速讓位於抗戰時期的以民族救亡爲中心的社團思想意識。與解

放區其他類型的文藝社團一樣，“民族主義”成爲文工團的基本

宗旨，文工團的一切活動都“需要灌輸以民族的愛國的思想，提

高其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隨時給敵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

擊”。〔２４〕所有的文工團在開展政治宣傳和文藝活動時都一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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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民族性，把民族性作爲文工團的思想基礎。如同烽火劇團的

“團歌”所唱：

我們解放民族的先鋒隊員。

我們要用戲劇來從事宣傳，

要動員廣大群衆來參加抗戰。

舞臺是我們的堡壘，

街頭是我們的營盤。

我們抗戰不怕困難，

打倒日本强盜，

勝利在我們前面！〔２５〕

對於八路軍和新四軍來説，他們面對的主要敵人已經不再是國

民黨的軍隊，而是日本侵略者，抗日戰争不再僅是士兵在前綫的

戰鬥，而是包括了大後方普通民衆在内的所有中國人的全力支

持。因此，文工團的責任就不僅是要鼓舞前綫的士兵抗敵作戰，

而且更要“動員廣大群衆來參加抗戰”。在民族意識的引導下，

文工團的基本任務就是到抗日前綫或者到抗戰後方進行各種方

式的宣傳動員。“在藝術上運用了話劇、歌劇、舞蹈、京劇、曲

藝、秧歌舞、霸王鞕等多種多樣的形式，只要是爲了廣大軍民喜

聞樂見的就學，學了就用，受到了群衆的歡迎。看起來，這不是

有點雜亂無章嗎？不，爲工農兵服務的章法，不但不亂，反而鍛

煉了一專多能，達到了人盡其才、發揮所長。平時，可以演出大

型的戲劇歌舞，戰時分成小隊作小型演出，并進行火綫鼓動，戰

勤工作。”〔２６〕因爲文工團是革命軍隊管理的文藝社團，所以，無

論是戲劇演出活動，還是政治宣傳鼓動，都是“爲抗戰而藝術，

面向人民，更要面向軍隊，有軍隊劇團的特點”。〔２７〕所謂有“軍

隊劇團的特點”，就是强烈的團體觀念，嚴明的組織紀律，明確

的服務意識。文工團的“内部組織紀律嚴密，從上到下嚴格要

求自己，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一切行動軍事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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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從國統區來到解放區的知識份子人數的不斷上升，文

工團成爲知識份子從事文學活動的最主要的文藝社團之一，文

工團的成員從工農紅軍時期的“工農大衆化”逐漸轉向了抗戰

時期的“知識份子化”，知識份子成爲文工團的主體成員。爲了

保證知識份子在解放區文化活動和文學運動中的中心地位，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發

布指示，要求解放區各級政府部門要“正確處理文化人與文化

人團體的問題”，“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的必要條

件，使他們的才力能够充分利用，使他們寫作的積極性能够最大

的發揮”，不應有“譏笑怒駡的態度”，而是“應采取嚴正的、批判

的、但又是寬大的立場，力戒以政治口號與偏狹的公式去非難文

化人”的作品，要“采取同情、誘導、説明的方式去影響他們進

步，使他們接近大衆、接近現實”。〔２９〕緊接著，中共中央文化工作

委員會會同八路軍總政治部於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向中國共産黨領導

下的各級軍隊政治部發出通知，要求“部隊中的政治工作者要

了解文藝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的特殊性，“對部隊外來的知識

份子、文藝工作者，以及文藝工作的實習考察團體，必須以極熱

忱的、虚心的態度去對待他們，應該著重從他們學取較高的工作

技術”，要使“外來知識份子與部隊”打成一片，有計劃地“組織

和領導部隊文藝工作”。〔３０〕同年 ５ 月，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也發布

了“開展部隊文藝工作的决定”，提出部隊的文藝工作“應具體

地反映我軍區部隊的現實，作爲教育自己與對敵人作尖銳無情

的鬥争的武器”，要求“部隊文藝工作的組織中心，就放在歌詠、

通訊寫作和戲劇工作上”，成立劇社、宣傳隊、文藝小組，全面推

進革命軍隊的文學活動。〔３１〕正是中國共産黨及其革命軍隊的一

系列文藝政策的發布和執行，大量的知識份子作家參加了八路

軍和新四軍，成爲革命隊伍中從事政治宣傳活動的主力。他們

在與抗戰前綫士兵的共同生活實踐中，提出了革命軍隊所需要

的是“與宣傳教育密切聯繫的”，“短小的、簡單的、通俗而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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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性的”，“寫他們所熟悉的東西，或者他們自己産生出來

的”，“大衆化的、可以朗讀的，利用舊形式的”各種作品，〔３２〕引

導著文工團的文學潮流的發展方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

前，八路軍和新四軍創建和領導的文工團“由於廣大知識份子

的參加，不但使部隊提高了文化水準，而且他們也是文藝工作的

基本幹部；通過他們，文藝工作得以廣泛而有效的推動，使文藝

深入到下層去”。而且，更爲重要的是，知識份子“在組織上是

中心的骨幹，在工作上，他們是領導者和推動者”。〔３３〕雖然是在

戰火紛飛的抗日前綫，但正是知識份子作家的廣泛參與，革命軍

隊中的文學創作活動變得異常的自由，政治宣傳活動則是空前

的活躍。

儘管由八路軍和新四軍創建和管理的文工團特别注重組織

紀律性和絶對服從性，要求以政黨觀念和士兵利益作爲文工團

開展文藝活動和政治宣傳的出發點。但是，由於參加文工團的

知識份子作家大多數來自國統區，在他們的精神世界裏，五四新

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個性解放主義潮流仍然占據著核心地位，

個性自由與人格獨立是他們最基本的價值追求和人生目標。他

們雖然積極參與文工團開展的各種社團活動，其中包括爲了民

族解放而進行的政治宣傳活動，然而，他們仍然懷抱著文學家的

夢想，力圖通過文工團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因而，他們往往把

文工團開展的各種政治宣傳活動當作是一種“副業”，而憑藉文

學創作“成家成名”才是自己人生的根本目標。尤其重要的是，

“剛從大城市進入根據地的文化人調進劇社來，因爲劇社的成

員和領導骨幹起了變化，隨之工作方向也起了變化”，他們中的

很大一部分“確實是人來到革命根據地，而‘心’却還嚮往著上

海卡爾登大劇院”，在“硬搬外國與經典的‘關門提高’的風氣侵

襲之下迷失了方向”。〔３４〕所謂“工作方向也起了變化”或者“迷

失了方向”，主要指的是文工團的社團活動更多地放在了以知

識份子作家爲主體的文學創作及其演出活動上，而以前綫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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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服務主體的社團活動相對减少。正是在知識份子作家的主導

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前，解放區的文工團相繼出現了以

注重藝術探索爲目的的戲劇創作和演出的潮流，大多數文工團

以創作和演出“‘大劇’和‘名劇’而自豪”，〔３５〕并没有考慮到單

純的以知識份子作家爲主體的藝術探索已經脱離了解放區的抗

戰現實。因而，在解放區文工團開展的戲劇演出活動中出現了

這樣的場景：

記得 １９４１ 年初冬，在吕梁山上的一個村口外，兩棵高

大的白楊樹中間，高高地掛着一幅巨大的廣告。上面畫着

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她幽靈似隱現在雷電的閃光中。

不是諷刺，也没有任何的誇張，更没有任何貶低這部名

劇的意思。在當時，我們確是懷着十分嚴肅的態度來上演

它的，相信觀衆會通過我們的演出，爲劇中人物的命運流下

辛酸的眼淚。結果，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舞臺下不僅

聽不到半絲啜泣，傳來的却是一片嘩笑聲。這不僅是因爲

露天劇場上雪花飛舞，而劇中的魯貴却赤膊摇扇，也不僅是

因爲在晉西北零下數十度的嚴寒裏，劇中的四鳳却穿着露

臂的紡綢小褂，喊著：“好悶熱的天氣啊！”更主要的原因是

敵人在數十里之内；是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我們英雄的八

路軍戰士有什麽心情來欣賞這出發生在周公館裏的悲

劇呢！

真正可悲的，是我們并不因此而接受教訓，反而埋怨具

有高度政治覺悟的觀衆“水準太低”。接着我們又遠從延

安魯藝搬來了大型話劇《中秋》。這個劇本是反映抗戰時

期農村生活的，當時我們認爲劇中人物的心理刻畫是細緻

的，語言是優美而精闢的，戲劇情節波瀾起伏。總之，我們

認爲這劇本是有高度的藝術魅力的。演出時，大幕拉開以

後，舞臺上出現了古槐，農舍，中秋皓月，彎彎的閃着銀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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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這時，台下驟然地響起了雷動的掌聲，這是觀衆爲我

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成的燈光布景在喝彩。

那天晚上，戲仍然一場一場地往下演。觀衆呢，一隊一

隊在“起立”、“向後轉”的口令聲中跑步散去。最後，只剩

下我們劇社的十來個人，冷冷清清地堅持到最後一場的大

幕落下，事後得知：當時戰士們看了不能容忍，甚至有人想

把石頭子仍到舞臺上來，他們説：“把我們的農民演成了

‘軟蛋’，一點也没有中國人的骨氣！”〔３６〕

這裏的矛盾不僅僅是戲劇的普及與提高、功利性與藝術性等因

素之間因爲没有找到恰當的協調路徑而産生的衝突，也不僅僅

是知識份子的藝術審美情趣與工農兵大衆的現實娱樂需求之間

的差異，更重要的是無産階級的意識形態受到個人主義的思想

意識衝擊而産生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説，注重提高文學藝術審

美内涵的價值追求對於知識份子作家自己的文學創作活動是需

要的，但是將其作爲文工團的社團發展方向顯然是與中國共産

黨領導下的革命軍隊的政治實踐目標是相違背的，這也是文工

團的知識份子成員與前綫士兵經常産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所

在。〔３７〕因此，在革命軍隊士兵的反對聲中，由知識份子作家主導

的以“‘大劇’和‘名劇’”爲主的社團活動方式走到了盡頭。

三、 社團功能的意識形態化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後，解放區知識份子作家中流行的

“人性論”、“人類之愛”、“雜文筆法”和“暴露黑暗”等觀點受到

了完全否定，“封建的、資産階級的、小資産階級的、自由主義

的、個人主義的、虚無主義的、爲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頽廢

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衆、非無産階級的創作情

緒”，〔３８〕受到了徹底批判，解放區確立了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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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講話》爲中心的文學觀念，“講話”提出的文藝理論成爲解

放區知識份子作家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隨著解放區文學政

策的全面執行，在對知識份子作家的個人主義的文學創作方式

的否定中，確立了以“戲劇工作和新聞通訊工作”〔３９〕爲主體的

集體主義的文學寫作方式。緊接著，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下的文

藝社團開始了全面的整風運動，在確立全新的軍隊文藝社團建

構模式的同時，也將以文工團爲主體的文藝社團納入了解放區

文學運動的體系之中，從而使文工團成爲解放區文學走向體制

化的規範力量。

從文藝社團的成員構成來看，解放區後期文工團的核心成

員仍然是以知識份子作家爲主體，但是，知識份子作家的思想意

識却是被完全統一了，“文藝的工農兵方向”是每一個文工團員

從事文學活動的唯一正確的目標。在晉察冀軍區的文藝工作者

整風會議上，聶榮臻明確提出，部隊的文藝工作者“在組織上

講，是屬於政治部門。所以他的地位，也就是政治工作的地位。

我們的政治工作，就是黨政工作，在八路軍中有著崇高的地

位”。〔４０〕也就是説，文工團開展的各種文藝活動其實是解放區的

政治宣傳活動，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武器”，文工團必須“拿這武

器爲戰争服務”，從革命軍隊的特殊性出發，“根據部隊的特點，

創立部隊作風”。〔４１〕爲了獲得更直接、更有效的服務效果，知識

份子作家必須接受“文藝的工農兵方向”，要以此作爲開展政治

宣傳活動的中心。作爲一名文工團員，知識份子作家必須抛棄

自己的“‘藝術至上主義’‘爲藝術而藝術’的錯誤認識”，要站

在“文藝與政治結合，爲政治服務的立場上”，“不能把文藝工作

限於狹隘的小圈子裏，甚至把文藝工作孤立起來”，〔４２〕而是要

“面向工農兵，走向大衆化”，創作出“前綫士兵都能接受，懂”的

作品。〔４３〕在解放區後期的文工團開展的各種文藝活動和政治宣

傳中，文工團創作和演出的文藝作品能否被前綫士兵完全接受

被看作是文工團的宣傳效果實現與否的最高標準，至於這些文

８９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藝作品具有怎樣的藝術價值則被擱置了起來。在追逐政治功利

性的解放區後期的文學發展潮流中，即使是文工團的成員也不

會静下心來思考這樣的問題。

當社團成員的思想情感完成了“工農兵化”的轉變以後，解

放區後期的文工團相繼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爲原

則，確立了與解放區的現實生活和革命軍隊的戰鬥風格相統一

的社團宗旨。隨著抗日戰争的結束，“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不

再成爲知識份子作家的文學觀念中心，取而代之的則是解放戰

争全面爆發後以階級矛盾的尖銳衝突和民主國家的建立預期爲

中心的思想意識，中國共産黨成爲解放區後期文工團的社團宗

旨的規範力量，無産階級意識形態變成了文工團的社團宗旨的

根本。１９４７ 年 １ 月，山東軍區重新修訂了文藝社團的“工作綱

領”，提出建立文工團的目的是爲“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文藝政

策，繼續深入開展人民文藝的普及工作”，要以“人民文藝運動

的推廣，人民文藝與普及工作經驗的創造”爲重心，“加强政治

文化教育，人民文藝的思想教育，培養爲人民服務的革命熱情，

鼓舞其創造新的人民文藝的偉大事業的理想與决心”。〔４４〕文工

團不再是知識份子作家個人從事文學創作活動的中心，而主要

是對以革命軍隊的士兵爲主體的“人民”進行思想教育的“文藝

宣傳隊”，工農兵大衆才是文工團從事文藝活動和政治宣傳的

主體。因此，爲了保持“正確的思想路綫”，“完滿地完成宣傳任

務”，必須經常性地加强對“文工團的思想建設”：第一，要加强

無産階級的思想鍛煉（黨性的鍛煉）；第二，加强政治學習，尤其

是政策學習；第三，面向戰争，面向群衆，勇敢地參加實際鬥

争。〔４５〕“思想建設”的實質就是無産階級的意識形態取代文工

團成員的個人思想意識。在經歷了社團成員的個人思想改造以

後，“文工團的思想建設”就變成了一種强制性的措施，往往以

文工團的社團規範的形式而存在。當文工團承擔著無産階級的

意識形態，以工農兵大衆喜聞樂見的通俗文藝形式從事文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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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和政治宣傳時，工農兵大衆就不僅無可選擇地接受了中國共

産黨的思想影響，而且也成爲通俗文藝形式的自覺擁護者。而

工農兵大衆對通俗文藝形式的認同又反過來進一步要求文工團

不斷地進行同樣的文藝活動。在文工團和工農兵大衆的相互認

同中，大衆化成爲解放區後期文學發展中唯一正確的藝術形式，

其實質則是無産階級意識形態的體現，解放區文學由此實現了

體制化。

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範下，革命軍

隊的各級政治部統一了對文工團的組織管理，形成了新的社團

組織形式。在晉察冀軍區，爲了强化對文工團的領導，在各個軍

區的政治部宣傳部下“成立文藝工作科，通過各級政治機關的

組織系統，負責組織領導全軍區部隊文藝工作”，各“分區政治

部宣傳科設‘文藝幹事’一人，在宣傳科直接領導下執行上級指

示，負責組織領導全分區的文藝工作與俱樂部工作”；軍區文工

團“除本身演出創作外，應加强對全軍區部隊文藝運動之注意

指導，培養新進藝術人才，定期開辦藝術訓練班，以提高部隊文

藝水平”，各分區文工團“除本身寫出創作外，應負責推動、影響

與指導全分區部隊的文藝活動，組織訓練連隊文藝工作人才，供

給連隊材料”，每個文工團應當分由“戲劇、音樂、美術、文學、舞

蹈等組或隊”組成，全體成員不得超過五十人。〔４６〕針對革命軍隊

中“廣泛興起的群衆性文藝運動，軍區和分區的直屬機關、團，

大都建立了文藝小組”，〔４７〕由文工團的成員進行有目的的引導，

增强部隊文藝活動的現實效果。在華東野戰軍政治部，“健全

黨的生活制度”、“開展各種立功運動”、“參加新式整軍”等是增

强文工團的“政治化、戰鬥化、群衆化”的基本方式。〔４８〕正是由

於規範化的社團組織形式，文工團在戰争前沿發揮著前綫士兵

無法取代的特殊功能。而且，隨著解放戰争的全面開始，解放區

的大量地方文藝社團爲適應戰争需求，紛紛轉换社團組織形式，

成爲服務戰争前綫的“文藝戰鬥隊”。〔４９〕在地方文藝社團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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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團的轉化過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早

在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魯迅藝術學院就成立了實驗劇團，主要是爲戲

劇系的教學服務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後，魯迅藝術學院

“關門提高”的“專門化”辦學思想受到了批評，實驗劇團也從以

專業創作和表演能力的提高爲主轉嚮了以“爲戰争、生産及教

育服務”爲主，全面參與了解放區的群衆化文藝運動。〔５０〕解放戰

争開始後，魯迅藝術學院的一部分由吕驥、張庚帶隊於 １９４６ 年

秋天從石家莊撤到哈爾濱後，根據戰争形勢的變化和戰争前綫

的要求，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提出要“把以課堂教學爲主的

學院形式，暫時改爲以藝術創作演出實踐爲主要活動方式的文

藝工作團”。〔５１〕於是，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基礎上成立的東北魯

迅文藝學院於 １９４７ 年初相繼改編爲由舒非、水華、向隅、張庚、

吕驥等人任團長的五個文工團，加入到了東北解放區的戰争宣

傳和土改運動等政治活動的行列中。由於這些文工團包括了文

學、戲劇、音樂、舞蹈、美術等不同藝術領域的成員，能够開展大

規模的創作、演出、宣傳等綜合性文藝活動，因而在解放戰争中

成爲革命軍隊進行政治動員和文藝宣傳的主力軍。

當解放區後期的文工團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爲指導方針完成了社團轉型以後，隨即在革命軍隊中開展了大

規模的“群衆性文藝創作運動”，從而將解放區的文藝政策變成

工農兵大衆的文藝實踐。１９４７ 年 ３ 月，擔任東北民主聯軍總政

治部宣傳部長的蕭向榮在爲《部隊文藝》撰寫的“創刊詞”中

提出：

部隊的文藝工作，究竟要怎樣來執行毛主席所指示的

方向呢？我以爲基本上可以歸納爲下列兩個口號：第一就

是“爲兵服務”，第二就是“把文藝工作變成爲群衆運動”。

在部隊文藝工作上的“爲兵服務”。是怎樣解釋的呢？

簡單説來，就是這樣三句話：寫兵、演兵和給兵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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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衆的文藝運動，中心是什麽呢？我以爲一個是辦壁

報，提倡大家動筆，多寫工作報導和戰鬥故事；再一個就是

開展演唱運動，提倡自編自演。〔５２〕

所謂“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當然是“文藝的工農兵方向”，也

就是文藝的大衆化方向。文藝的大衆化不只是要求工農兵大衆

被動地參與到解放區的文學運動中，成爲文學活動的接受者，同

時，更重要的是要求工農兵大衆發揮自己的主動性，成爲解放區

文學運動的創造者。因此，文工團的任務就是要讓革命士兵成

爲軍隊文藝活動的主體，一方面要“爲兵服務”，“寫兵，演兵，和

給兵演”，另一方面要“提倡大家動筆”，推動“士兵自編自演”，

從而形成一種革命士兵自己參與其中的“群衆的文藝運動”。

“寫兵，演兵，和給兵演”與“士兵自編自演”是蕭向榮在擔任陝

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時於 １９４３ 年底爲聯政宣傳隊

提出的社團活動方式，隨著聯政宣傳隊於 １９４６ 年初從陝甘寧解

放區轉入東北解放區，聯政宣傳隊的社團活動方式走向了整個

解放區，成爲革命軍隊文工團開展文藝活動的基本方式。就在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開展“寫兵，演兵，和給兵演”與“士兵自

編自演”的社團活動的同時，中共晉察冀中央局也做出了“貫徹

爲兵服務方針、開展部隊文藝工作”的决定，要求文工團開展

“深入連隊，爲兵服務”的社團文藝活動，讓每一個文工團員“主

動及時的以戰鬥的姿態伸展到火綫上去”。因爲，文藝工作者

只有在“和戰士共同生活在實際鬥争中，使自己的生活、作風、

思想、感情，逐漸和他們融合在一起，爲他們偉大的英雄行動所

感動，這樣産生的文藝作品，再現在戰士面前，就容易被接受、喜

好，并得到他們的修正與充實，同時，更激起了自己的創造熱情。

戰士們把自己的生活和鬥争，反映在壁報、快板、歌詠、舞蹈、繪

畫和戲劇中。應該認識這種戰士們自己的文藝活動，是我們部

隊文藝工作的重要部分，只要加以組織和推動，就會形成群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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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藝運動”。〔５３〕正是在“寫兵，演兵，和給兵演”與“士兵自編

自演”的社團活動方式的推進中，文工團員與革命士兵“打成了

一片”，解放區的文藝活動不再區分明確的創造者和接受者，他

們都變成了創造歷史的主人。當文工團員作爲文藝活動創造者

的特殊身份受到普遍漠視而革命士兵作爲文藝活動創造者的主

體地位受到廣泛推崇的時候，工農兵大衆的“群衆性的文藝活

動”在解放區方獲得了全面的勝利。

由於文工團本身是適應戰争的需要而逐步建立起來的，因

而，隨著解放戰争的全面推進，文工團不僅在革命軍隊中的地位

變得日趨重要，而且發揮的作用日益廣泛，每一個文工團員都變

成了真正的文化戰士。如同由抗日軍政大學一分校政治部文工

團、八路軍 １１５ 師戰士劇社、新四軍軍部文工團等文藝社團整編

合并而來的山東軍區文工團的“團歌”所唱：

我們是文化的戰士，

戰鬥在最前方。

我們在戰鬥中生活，

在戰鬥中鍛煉成堅鋼。

舞臺作戰場，

筆桿作刀槍。〔５４〕

事實上，隨著戰争對文藝需求的增加，文工團承擔的不再僅僅是

單純文藝宣傳運動，而且也是政治動員活動，更是戰地服務工

作。文工團既是“群衆歡迎的宣傳隊”、“不懼艱險的工作隊”，

又是“勤儉刻苦的生産隊”、“衝鋒陷陣的戰鬥隊”，開展著戰争

所需要的一切活動。〔５５〕文工團員不再僅僅是單一的文藝活動組

織者，而且也是政治宣傳鼓動者，更是前沿陣地的勤務兵，他們

“既是文化人，也是戰士或‘準士兵’”。〔５６〕作爲“文化人”，他們

已經與前綫士兵“融合爲一體”，在采用“大鼓、快板、歌唱形式”

爲前綫士兵創造各種娱樂作品的同時，也被前綫士兵的戰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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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需求和政治宣傳活動所創造，成爲文藝大衆化的自覺實踐者。

作爲“戰士或‘準士兵’”，他們已經與前綫戰鬥完美地結合在一

起，必須隨著戰鬥的變化而轉變自己的角色：

我們（在没有戰鬥時）分成若干小組，下到基層連隊教

歌，編寫小演唱，開辦短期文藝骨幹培訓班，開展“兵演兵”

活動。戰鬥打響以後，我們立即投入戰勤工作，動員擔架，

抬擔架，押擔架，送水、送飯，説不上是上火綫，實際是在前

綫後方穿來穿去。〔５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前綫後方穿來穿去”的不僅有男文工團

員，更有大量的女文工團員。戰争是拒絶女性的，然而，戰争年

代的文工團又是需要女性廣泛參與的。在漫長而又殘酷的戰争

年代裏，大量的女文工團員不顧“女人生理上的特殊情况”，同

男文工團員一樣活躍在“火綫上”，成爲血腥戰争中開放在無情

炮火之下的浪漫之花，也成爲解放區後期文學活動中無産階級

意識形態的傳播者。〔５８〕

四、 結　 　 語

文工團是在中國工農紅軍創建過程中産生的，它的形成與

革命戰争保持著密切聯繫，因而在産生之初發揮著與戰争直接

相關的政治宣傳功能，是工農紅軍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工農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隨著陝甘寧邊區政府合法性的獲得，文工

團相繼轉化爲具有文藝創作和演出功能的文藝社團，成爲解放

區文學體制的重要構成。

以 １９４２ 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爲分界綫，解放區文學經

歷了從自由向規範的發展過程。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

話》爲中心，中國共産黨逐漸建立了規範解放區文學發展的文

學體制，文藝社團就是解放區文學體制的基本構成要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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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解放區文工團的社團建

構方式發生了重大轉折。這種轉折不僅表明《在延安文藝座談

會上的講話》已經由一種“文藝理論”轉化爲“政治實踐”，而且

也意味著解放區文學體制的確立。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在全民抗戰潮流的推動下，“民族

主義”成爲文工團的基本宗旨，所有的文工團在開展政治宣傳

和文藝活動時都强調民族性，把民族性作爲文工團的思想基礎。

社團成員主要是從國統區來到解放區的知識份子，社團活動呈

現出較强的個人主義傾向。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後，無産階級

意識形態成爲文工團的唯一宗旨，社團成員完成了“大衆化”的

思想改造，從單純的文藝創作走向了集文藝演出、政治宣傳、戰

地救護於一體的意識形態的傳播者。

（作者：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注釋：

〔１ 〕　 王傑：《憶抗大一分校文工團》，《山東省文化藝術志資料彙編（内部資料）》

（第 ２ 輯），第 ４—５ 頁，山東省文化廳史志辦公室 １９８４ 年編印。

〔２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教育宣傳問題决議案》，《中國共産黨新聞

工作文件彙編》（上編），第 ４ 頁，新華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

〔３ 〕　 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産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决議案》，《中

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５ 册），第 ８１８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４ 〕　 趙品三：《關於中央革命根據地話劇工作的回憶》，《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

料選編·紅軍時期》（上册），第 ４２ 頁，解放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５ 〕　 伍修權：《憶紅軍時期的文化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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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ｒｔ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ｔｏｏｋ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ｉ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Ａｒｔ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ｒｔ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Ｙａｎａｎ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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